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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政策对地方财カ的影响研究
*
 

——基于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的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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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贸区作为ー项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国家战略，其设立是否可以释放增长红利，是政策

制定者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利用 2009—2016年全国 3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自贸区这一准自

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对地

方财カ增长呈现出 6.43%～9.09%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效应具有两年左右的滞后期。基于检验结果，本文提出：

扩大试验范围，拓展经济增长空间；优化制度设计，缩短政策效应的滞后期；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外商投资利用质

量三方面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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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力指地方政府依托公共权力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其充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地方政府在其辖区内履行公

共服务职能，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能力，是关乎地方政府“五位一体”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力保障。自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创，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

口大幅回落，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致使经济进入“新常态”，地方财力增速放缓(任保平，2017)
[1]
。因此，中国经济迫切

需要ー个“助推器”得以复苏，以应对全球贸易规则和格局的新变化，打造我国在全球经济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

我国国务院于 2013 年 8 月 23日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2013年 9月 29日，中国（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这

可谓是全国开放新格局中的先行试点。自贸区的设立，旨在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以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

济“升级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那么，上海自贸区设立后对

当地财力有何影响？相关联的经济指标有何变化？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

法，从地区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角度考察自贸区对地方财力的影响，以期为分析自贸区的地方财力效应提供ー些有益的借鉴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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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自贸区的经济影响”研究。从 2013 年 8 月 22 日，党中央、国务院决

定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以来，关于“自贸区的经济影响”研究也随之有了一个井喷式发展。纵观近年来的众多研究发现，

按其经济政策效应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第一，设立自贸区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较明显的正向影响。如谭娜等（2015)通过合成

反事实方法研究发现上海自贸区成立对上海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向推动作用
[2]
；黄启才（2017)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福建自贸区

的经济效应，发现其效应显著为正
[3]
。刘秉镰，吕程（2018)认为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贸区设立均对地区经济运行产

生了不同程度的显着正向影响
[4]
。从驱动机制来看，自贸区在制度引领作用下，主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扩大要素市场开放度和

促进外贸进出口等方面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从优化营商环境来看，自贸区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负面清单替代正面清単，变审

核制为备案制，降低和消除“寻租成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兼具经济效应与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深度发展、

区域合作的新“风向标”，政治效应实现政府简政放权、促进体制优化，经济效应关联政治效应有助于培育国际化、市场化、法

制化的营商环境（杨向东，2014)
[5]
,推动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为世界各国投资者提供便利（A Pak and F Majd, 2011)

[6]
,

从而促进该区域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从扩大要素市场开放角度看，自贸区设立能够打破市场分割（Chauf-four and Maur, 2011) 
[7]
、加速外资准入壁垒制度改革（陈林等，2014)

[8]
，推行投资上的负面清单和资本账户的开放（林毅夫，2016)

[9]
，促进金融自

由化，发展离岸金融（Yao和 Whalley，2016)
[l0]
,促进上海及周边地区的资金、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有效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贾

康，2015)
[11]
，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从促进外贸进出口来看，自贸区作为吸引外资、促进出口、提升外汇的重要手段（Ravi-kumar 

Sunkara, 2016)
[12]
，其挂牌设立以来，推出一系列服务创新制度，对地区吸引外资具有正向溢出效应（黄启才，2018)

[13]
，使上

海市人均 GDP、固定资产投资及进出口总额均具有显著增涨（王利辉 等 2017）
[14]
，对上海市对外投资的影响力度远大于实际利

用外资（项后军，何康 2016)
[15]
，可以有效吸引外商投资、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量，从而实现经济繁荣。第二，自贸区的设立对区

域经济的影响。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且内陆型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高于沿海型自贸区（张军 等，

2018）
[16]
；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姜悦等，2017)

[17]
; Pedro Gilberto Aloise & Janaina Macke (2017)认

为自贸区具有明显的创新驱动力
[18]

。丁俊发（2014)认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带来了物流量的増加，区内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环

境有利于物流企业转型发展
[19]
; Zheng Wan 等（2014)认为其加速了上海金融业和航运业的发展，提升了相关产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
[20]
。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组文献是关于地方财力的研究。财力，指民财与民力。语出《管子•君臣下》：“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

之人。”可见，财力是一种实际的经济能力。地方财カ可指通过财权所得到的自有财力，也可指自有财力加上通过转移支付得到

的总财力，是地方政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资金。本文定义的地方财カ侧重于表现地方自有财力，主要是指地方本级财政

收入。关于其影响因素研究：贾康等（2008)认为财政收入主要的增收收入并不是来自増加税负，当增收部分主要用于民生支出

等方面时，财政收支的挤出效应也不会被强化，反而有利于宏观经济运行
[21]
。曹海娟等（2011)发现经济增长拉动方式转变和产

业结构调整是影响上海财政收入变化的主要因素
[22]
。王江宏（2013)认为地方经济发展与财政收人增长具有长期协整关系

[23]
。唐

文进等(2016)认为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前提。财政分配是收入与支出的统ー过程，财政支出是财政收人的目的，财政收入则

是财政支出的前提和保证，在一般情况下，收人的数量决定着财政支出的规模，收入多才能支出多
[24]
。李建军等（2012)的研究

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整体上也引起地方财政总收入的増加；投资开放的提升总体上对地方财政收入有负效应，因此，经济

开放对地方各项财政收入规模及其相对结构的影响具有复杂和非一致性
[25]

。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自贸区的经济影响和地方财カ两方面的众多成果对本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现有文献仍

有ー些可拓展之处：第一，从研究视角上看，以往关于自贸区政策效应研究中多从地区经济、对外开放度、对外直接投资、对

外贸易等方面展开，目前并未发现从地方财力增长视角关注其政策效应。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当前研究多局限于从定性角

度分析自贸区成立对于地区经济的影响，采用实证方法分析自贸区经济效应的文章相对较少。第三，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研

究鲜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及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意图采用较早成立的上海、广东省、天津、福

建 g贸区和我国 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 in - differences,简称 DID)、合成控制法对自贸区的

地方财力提升效应展开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从地方财力增长视角考察上海自贸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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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政策效应，既是上海、广东省、天津、福建省设立自贸区对地方财政贡献效果的个体认识，也对我国当前推行的自贸区试

点政策做出了及时回应。第二，本文选取自贸区试点改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进行实证研究，

克服了以往研究中不能有效开展量化研究存在的一些估计偏差，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出自贸区对地方财力提升的净效应。第三，

本文将自贸区的地方财力提升效应作为研究内容，以期对自贸区和地方财力相关研究形成一定的补充。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截止到 2013年底，我国仅设立了一个自贸区，即上海自贸区。其设立可以被看做是ー项“准自然实验”，本文参照 Card和

Krueger (1994)
[26]
等的做法，运用 DID 方法评价该项政策的效果。选择上海作为处理组，我国其他（除广东、天津、福建外）

未设立自贸区的 27个省及直辖市作为控制组。同时，通过设立 df和 dt两个虚拟变量可将 2009—2016年中国 28个省及直辖市

划分为 4个子样本，df = 1 代表设立了自贸区的上海市，df=0代表未设立自贸区的其他省及直辖市，dt=0代表设立自贸区之前

的年份，dt=1 代表设立自贸区之后的年份。基于此，我们可以构造以下计量模型来实现双重差分，检验上海自贸区对地方财力

的净效应：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该变量用来度量地方财力增长情况，本文具体选取了人均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额 lnpergbr

这个指标，来衡量上海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影响，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第 i个省市和第 t年，Xit为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扰

动项，代表其他不可预知的无法控制的因素。 

(二）变量、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1.变量的选取。本文主要围绕自贸区的设立对地方财力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从自贸区设立的决策过程表面来看，是由国

务院外生批准设立的，但，国务院在正式批准时，是经过充分调研，综合考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文化、地域等实际情况。所

以说，自贸区的设立可能存在非随机性，从而可能导致处理组的内生性问题。另ー方面，为了避免变量过多而导致的多重共线

性，本文仅引入ー些主要控制变量。变量的设置详见下表 1。 

表 1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lnpergbr 地方财力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dfdt 自由贸易区 虚拟变量(0，1) 

控制变量 lnpergdp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 GDP取自然対数 

 lnperfex 政府支出规模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取自然对数 

 ts 产业结构 地区第三产业 GDP/地区第二产业 GDP 

 open 对外开放度 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地区 GDP 

 fdi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地区 GDP 

 fai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地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 GDP 

 sc 社会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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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tec 科技创新水平 地区当年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取自然对数 

 

 (1)被解释变量。为了度量地方财力，参考以往文献中的普遍做法和相关理论，本文选取人均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额

lnpergbr 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影响，以刻画地方财力。 

（2）解释变量。自贸区虚拟变量（dfdt)，是本文的解释变量，也是本文的核心指标。在本文研究的样本范围内，以我国

2009年—2016年国务院宣布设立自贸区的时间，界定该地区本年设立了自贸区，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地方财力的影响，借鉴刘瑞明（2015)
[27]

、王健等(2017)
[28]

前期相关研究，在模型中

引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pergdp)、政府支出规模（lnperfex)、产业结构(ts)、对外开放度(open),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ai)、社会消费水平(sc)；和科技创新水平（lntec)等。其具体计算方法如表 1所示。 

2.数据及描述性统计。本文以 2009—2016 年为样本区间，选取我国 31 个省及直辖市作为初始样本，使用该样本所形成的

面板数据来评估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影响。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之所以将文章的样

本区间确定为 2009—2016年，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该事件对我国各地方财力产生

的影响已被大量文献证实。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估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影响，本文将样本期间选择为 2009—2016年，以便于

较好地削减因金融危机而造成的估计误差。第二，上海自贸区设立于 2013 年 9 月，广东、天津、福建是在 2015 年，因此，本

文认定该事项发生于 2013 年和 2015 年，为了客观评估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滞后影响，应将研究时间区间尽量延长，限于

数据的可获得性，将研究区间延后至 2016年。原始数据除参照各年《中国统计年会发展统计年鉴》外，还从各省份历年统计年

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取了部分数据加以补充，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pergbr 248 8.340803 0. 678838 6. 9245 10.1838 

dfdt 248 0.016129 0.126227 0 1 

lnpergdp 248 10. 57234 0. 480653 9.3113 11.6795 

lnpenex 248 1.029031 0. 568367 0. 5462 4. 1653 

ts 248 9. 183853 0. 619438 8. 0271 11.4593 

open 248 0. 269426 0. 301873 0. 0134 1.4683 

fdi 248 0. 021884 0.017114 0. 0004 0. 082 

fai 248 0. 769247 0. 230994 0. 2398 1.3862 

sc 248 0. 370602 0. 058913 0. 2452 0.603 

lntec 248 9.517945 1. 713674 4. 7958 13.1469 

数据来源：根据 2009—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下同。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增长的促进效应，本文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合成控制模型对其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

然后开展政策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探究了政策的滞后效应以及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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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重差分检验 

由于 DID 方法是基于“自然实验”思想设计的，其结果的准确性有赖于ー个前提条件，因此，在做政策效应检验前，必须

先检验其适用的基本前提是否成立。 

1. DID 方法基本前提检验。DID 方法的结果是否准确，有赖于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即处理组与控制组

必须满足同质性假设。为了直观地考察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满足 DID 模型所要求的共同趋势假设条件，首先选取自贸区设立前

的 2009—2012 年作为样本期间，绘制出 2013 年设立自贸区和未设立自贸区省份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值的变动趋势

图，如图 1 所示，设立自贸区前，设立省份和未设立省份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值大致保持了相同的变化趋势；自贸

区设立后，设立省份的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值相对于未设立省份而言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在定性分析的同吋，还运用“反事实检验”的方法，选取未设立自贸区的 2010—2012年的全部样本，分别假定自贸区设立

于 2010年、2011年和 2012年构造“反事实”，并在式（1）基础上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对式（2)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共同趋势假设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pergbr 

(1) OLS (2) OLS + FE 

dfdt2010 -0.0464 -0. 0239 

 (0. 0299) (0. 0257.) 

dfdt2011 -0.0130 0.0111 

 (0. 0341) (0. 0265) 

dfdt2012 0. 0028 0.0167 

 (0. 0251) (0.0217) 

控制变量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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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ons -5. 4064 * * * -5. 2641 * * * 

 (0.9107) (1.0465) 

N 224 224 

R - sq ： overall 0. 8602 0. 7291 

注：*、* *与** *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省、直辖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由表 3可以看出，自贸区 6个交叉项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这说明了，自贸区设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地方财力满足共同

趋势假设。 

2. DID基本回归分析。根据式（1)采用最小ニ乘法（OLS)与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双重差分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

其中，第（1)列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 OLS回归结果，我们重点关注的交叉项 dfdt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可决系数

仅为 0.3391，说明该回归模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较低；第（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的 OLS 回归结果，显著性虽然有所降低，但

其系数变为正值，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其可决系数为 0.8349，说明该回归模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较高；为了确定究竟使用

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了豪斯曼检验，其 p值为 0.0023，表明检验结果在 0.0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

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所以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第（3）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交叉项 dfdt 的系数比未

加入固定效应前稍有増加，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可决系数为 0.9682，说明该模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更高了。综合以

上回归结果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交叉项的系数值来看，其促进率在 6.43% ～9. 09%之

间。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出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至少在 5%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这说明以上四个因素对地方财力增长都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社会消费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对地方财力的影响分

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社会消费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对地方财力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产业结构和经济开放程度

对地方财力的影响方向不确定，效果不显著。 

表 4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增长的作用 

解释变量 lnpergbr 

最小二乘 OLS 最小二乘 OLS 固定效应 0LS + FE 

df 1.5513
 * * *

 0. 1765 (omitted) 

(0. 1117) (0. 1821)  

dt 0. 5483
 * * *

  

(0. 0390) 

0. 0057  

(0. 0224) 

0. 0094  

(0.0181) 

dfdt -0. 1045 
* * *

  

(0. 0390) 

0. 0909 
* *
  

(0. 0363) 

0. 0643 
* *
  

(0. 0313) 

lnpergdp  1.0478 
* * *

 

(0. 2368) 

0. 8862 
* * *

  

(0. 2919) 

ts  0.0112 -0.0189 

 (0.0566) (0. 0622) 

inperfex  0. 3666 
* *
  

(0. 1706) 

0. 5363 
* *
  

(0. 2329) 

open  0.0758 -0. 0312 

 (0. 1390) (0.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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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8. 6593 
* * *

  

(1. 1810) 

8. 0742 
* * *

  

(0. 9919) 

fai  0. 3056 
* * *

  

(0. 0649) 

0. 3284 
* * *

  

(0. 0634) 

sc  -1.0252
* *
 -1. 1155

**
 

 (0. 4039) (0. 4660) 

lntec  - 0. 0658 
* * *

  

(0. 0224) 

- 0. 0899  
* * *

   

(0. 0217) 

_cons 7. 9573 
* * *

 -5.5282
***
 -5.0592

***
 

(0. 1117) (0. 9985) (1.0977) 

个体固定效应 NO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NO YES 

N 224 224 224 

R - sq ：overall 0.3391 0. 8349 0. 6925 

豪斯曼检验   27. 37 
* * *

 

注：*、* *与** *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省、直辖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二）合成控制检验 

为了避免在选择控制组时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和政策内生性问题，使得结论更加可靠，我们借鉴 Abadie (2003)提出的

合成控制法
[29]

，对上海自贸区对地方财力的政策效应进行估计。表 5列出了构造合成上海各省市的权重，主要选取了 5个省（市），

其中北京市的权重最大，以后依次是江苏省、海南省、广东省、辽宁省，这 5个省的权重之和为 1。 

表 5合成上海的各省份权重表 

省（市） 北京 江苏 海南 广东 辽宁 

权重 0. 320 0.212 0. 195 0. 161 0. 112 

 

  

利用表 5 中的权重与各省（市）实际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额加权即可得到反事实变量——合成上海，用以反映上海如果

没有设立自贸区其地方财政ー般预算收人的发展趋势，如图 2 中虚线所示；图 2 中实线则代表真实上海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的发展趋势；垂直实线是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分界线，其左侧反映自贸区试点政策实施前的时段，其右侧反映自贸区试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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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的时段。从图 2 可以看出，自贸区设立前，上海与合成上海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表明合成上海基本能够作为控制组分

析自贸区设立的政策效应。自贸区设立后，2013 年到 2014 年，政策效应并不明显，从 2015 年开始，两条曲线呈现出非常明显

的轨迹差异，且上海一直明显高于合成上海，说明自贸区设立明显促进了地方财力的增长。 

为了更清楚地考察自贸区设立对上海地方财力的影响，我们计算了上海与合成上海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差距，其变动

趋势如图 3 所示，自贸区设立前，上海与合成上海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差距分布在 0 轴上下较小范围内；2013 年自贸区设

立后到 2014 年，上海与合成上海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差距并没有显著变化，到了 2015 年其差距远远超过政策干预前的平

均水平。这表明，自贸区的设立对上海地方财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具有一年多近两年的滞后期。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严谨，本文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改变控制组与处理组。本文选取初始回归样本时，主要考虑到广东、天津、福建是在 2015年 3月设立的自贸区，处于样

本区间的中间阶段，不能被准确地界定为处理组或控制组，所以将它们剔除。考虑到数据处理的便利性，将实验期认定为 2013

年。为了进一步检验初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了两次再划分：第一，将广东、天律、福建这三个省

份加入控制组；第二，将广东、天律、福建这三个省市加入处理组，并将实验期延后至 2015年；分别依据式（1)进行回归，其

结果分别见表 6 第 1 行和第 2 行。第 1 行的回归结果显示，将广东、天津、福建这三个省份加入控制组后，交叉项的系数和显

著性变化不大；从第 2 行的回归结果来看，其系数值虽然变化不大，但显著性变化较大，尤其是在加入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

不再显著，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广东、天津、福建这三个省市的地方财力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只是随着自由贸

易试验区数量的増加，其制度红利会有所下降，同时，复制上海经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2.安慰剂检验。本文选取北京作为安慰剂检验，其主要原因在于，北京与上海均为我国的直辖市，两地的经济规模、经济

发展水平、人口、地方财力等方面均相差不大，但我国在上海设立了自贸区，北京则没有设立，这便形成两地之间的重要差别。

根据式(1)进行双重差分检验，其结果见表 6 第 3 行，交叉项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下并不显著，这说明了自贸区设立对北京的地

方财力没有形成显著影响，从而也反证了本文基本回归的结论。 

3.替换被解释变量。由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主要由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两部分组成，所以说，地

方财力水平也跟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和地方财政非税收入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选择人均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和人均地方财政

非税收入作为地方财力的代理变量，来替换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依据式（1）进行回归，表 6 第 4、5 行的结果显示，

自贸区对人均地方财政税收收入至少在 5%的水平影响显著，对人均地方财政非税收入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自贸区对地方财力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财政税收收入部分，当然其二者系数中和之后基本可以得到表 5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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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相似政策冲击。由于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特殊时期，许多改革和政策通常并行或交叉进行。在自贸区逐步设

立的同吋，多项试点性政策也正在实施，所以当 dfdt = 1 时，可能也有其他政策形成的冲击，因此，还需控制类似政策的影响。

ー要考虑到是否为 2012年“营改増”试点省市。“营改增”是我国基于结构性减税意图于 2012 年 1月 1日从上海扩展至北京、

江苏等八省市，至 2016 年 5 月 1 日以后全国全面推开的。“营改增”意味着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的第一大税种所对应的财源由

地方独享变为央地共享，税收归属的变化会对地方财力产生减收效应，因此，在式（1)模型基础上加入了是否为“营改增”试

点（btv)这一虚拟变量；二要考虑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省份。“ー带一路”建设从 2013年开始实施，对沿线 18个省份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在式（1)模型基础上加入了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obor)省市这一虚拟变量，进行双重差分

检验。表 6第 6、7行给出了控制相似政策冲击后的估计结果，交叉项的系数与表 5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且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相似政策并没有对前文的结论形成冲击。 

表 6稳健性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Inpergbr 

最小二乘 0LS 固定效应 0LS + FE 

(1) 改变控制组与处理组 

改变控制组 
0. 0828 

* * *
  

(0. 0293) 

0. 0633 
* *
  

(0. 0293) 

改变处理组 
0. 110 

* *
  

(0. 0563) 

0. 0620  

(0. 0526) 

(2) 安慰剂检验 
-0. 0273  

(0. 0563) 

-0. 0289  

(0. 0478)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人均地方财政税收收入 Inpertr 
0. 1084 

* *
  

(0. 0438) 

0. 0858 
* *
 

(0.0416) 

人均地方财政非税收入 lnperftr 
0. 0802  

(0. 1179) 

0. 0553  

(0. 1134) 

(4) 控制相似政策冲击 

2012年营改增试点省份 btv 
0. 0847 

* *
  

(0. 0362) 

0. 0643 
* *
  

(0. 0313) 

“ー带一路”沿线省份 obor 
0. 0896

*  * 
 

(0. 0372) 

0. 0643 
* *
 

(0. 0313) 

注：*、* *与** *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省、直辖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总之，从统计意义上讲，基本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我们不能拒绝原假说，所以，自贸区的设立会显著促进地方财力的增

长。 

(四）滞后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上海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增长作用是否具有时滞性，本文通过考察地方政府地方财力在设立“自贸区”后 j

年（t+j)的数据，在式（1)基础上构建以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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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式（3)进行回归，如果交叉项系数显著，则说明上海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增长作用具有 j 年的时滞；如果交叉

项系数不显著，则需要考察地方政府地方财力在设立“自贸区”后 j + 1年后是否发生了明显变化。 

根据式（3)运用基本回归的数据，对自贸区设立促进地方财力增长的滞后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我们重点关注的交互

项系数，在自贸区设立一年多以后，即 2013、2014年系数均比较小，甚至为负，且影响效果不显著；在自贸区设立两年多后，

即 2015年，交互项的系数均大于 2014年且变为正数，但影响效果并不确定；2(H6年不管是 OLS还是 FE估计，其交互项的系数

均有大幅増加，且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促进效应具有两年的滞后期，这与合成控制法

的检验结论一致。总的来讲，交互项的系数随着自贸区的平稳运营逐步増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自贸区设立后，随

着各项配套政策的逐步完善，地方政府对自贸区的认识和运行能力也在逐步加强，所以，自贸区对地方财力的促进作用很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 

表 7滞后效应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Inpergbr 

最小二乘 0LS 固定效应 OLS + FE 

 
       -0. 0223 

        (0.0145) 

 
-0.0120 

(0.0167) 
dfdt2013  

  

dfdt2014 
-0.0115  

(0.0174) 

- 0. 0075  

(0.0175) 

dfdt2015 
0. 0582 

*
 

 (0. 0303) 

0. 0285  

(0. 0253) 

dfdt2016 
0. 1610

***
  

(0. 0456) 

0. 1298
***
  

(0. 0387)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_ cons 
-5.4543

***
 -5. 1472

***
 

(0. 8962) (0. 9662) 

N 224 224 

R - sq ： overall 0. 8602 0. 7291 

注：*、* *与** *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省、直辖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五）自贸区设立促进地方财力增长的机制检验 

上文中各项检验结果表明：自贸区设立会促进地方财力增长，而且该效应有两年多的滞后期。那么，该结果的背后到底掩

藏了哪些具体的驱动因素呢？基于此，本文借鉴了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思路，参考刘瑞明等（2015)
[30]

的做法，依次将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lnpergdp)、财政支出规模（hiperfex)、产业结构(ts),对外开放度（open)、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固定资产投

资水平（fai)、社会消费水平(sc)和科技创新水平（lntec)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中的交互项（dfdt)是我们重点关注

的对象，其值显示了自贸区设立对于地方财力各驱动因素的净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 

设立自贸区对 lnpergdp 的影响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 ts、fdi的影响系数为正，但其效果不显著，对于 open、

fai 和 lntec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对于 lnperfex、sc 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其作用不显著。由此可见，设立自贸区除了能够

显著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外，对于其他各个地方财力驱动因素的作用要么不显著，要么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可见，设立

自贸区的“政策红利”并未得以充分发挥，这有可能是，该项政策的红利存在较长的释放期，也从侧面说明了自贸区的相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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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表 8自贸区设立促进地方财力增长的机制检验 

解释变量 lnpergdp lnperfex ts open fdi fai sc lntec 

dfdt 
0. 0554

 *
 

(0.0303) 

-0. 0552 

(0.0411) 

0.1496 

(0.1157) 

-0. 1920
***
 

(0.0176) 

0. 0105  

(0. 0070) 

-0.2269
***
 

(0.0524) 

-0.0119  

(0. 0210) 

-0. 3535
*
 

(0.2112)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4.5978 

* * *
 

(0. 3231) 

-2. 8770 
* * *

 1.0078 

(0. 7426) 

-0. 5489
*
 

(0. 3074) 

1.5092 

(0.4956) 

0. 0431
***
 

(0. 0293) 

0.6349 
***
 

(0.1476) 

-15.3506
***
 

(1.7760) (0. 7012) 

N 224 224 224 224 224 224 224 224 

R -sq： 

overall 
0.7131 0.4892 0. 0428 0. 6140 0. 2539 0.7119 0. 2727 0. 5938 

注：*、* *与** *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省、直辖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09—2016 年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自贸区这ー准自然实验，采用 DID 方法和合成控制法检验了

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自贸区设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地方财力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自贸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地方财力的增长。但其对地

方财力不同组成部分促进效应不同。其中，自贸区对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促进效应显著，影响力度大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自贸区对地方财政非税收收入促进效应不显著，影响力度也小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二者中和之后，显示自贸区设立显著

促进了地方财力的增长。 

第二，自贸区设立初期对地方财力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还形成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变为正向影响，

到两年后变得非常显著。这说明自贸区设立后，随着各项配套政策的逐步完善和地方政府对自贸区认识和运行能力的逐步加强，

自贸区对地方财力的促进作用才逐渐显现的，该效应具有两年的滞后期。 

第三，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贸区设立显著提升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均具有一定的正向

影响作用，对财政支出规模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其效应并不明显，对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度有显

著的“挤出效应”，对社会消费水平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作用。这些因素综合之后，自贸区设立对地方财力增长呈现出 6.43% ～ 

9. 09%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中国自贸区试点是比较成功的。 

当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中国设立自贸区还处于试点阶段，其政策的优越性尚未充分释放，因此，为了激发自贸区的“政

策红利”，本文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试验范围，优化地方财力结构。鉴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地方财力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我国应当充分利用这ー

“政策试验田”和经济“助推器”，一方面深入推进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另一方面还应不遗余力地扩大其试验范围，拓

展我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为经济由“新常态”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提供更加充裕的财力支撑。与此同时，中央政府

应考虑増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地方政府应在现有地方税制基础上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提高税收征收率，减少税收流失，

以提高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在地方财力中的比重，从而更有效地激发自贸区对地方财力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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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优化制度设计，缩短政策效应的滞后期。在后续的自贸区试点推广过程中，应分析和总结“上海”经验，结合地方

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进行制度设计，变“摸着石头过河”为“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形成更加完善更加

有效地的自贸区实施制度，以缩短其政策效应的滞后期。 

第三，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外商投资利用质量。针对机制检验结果，应进ー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逐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

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相关政策法规，放宽行业外资准入限制，以扩大利用外商投资规模。与此同吋，更应注重提

高利用外商投资质量，有选择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商投资于基础产业和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助推

科技创新与技术变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更有效的提高经济对外开放度，从而抑制该政策实施的负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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